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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公平研究述评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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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早期研究认为，人们追求公平的动机在于自利或者对人际关系的需求，进而提

出了工具模型和人际关系模型。然而最新研究指出人们珍视公平源于道德义务，而追求公平的

目的就是公平自身，这种动机被称为道义公平。道义公平的提出丰富了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公

平动机的认知，为解释人们追求公平的行为提供了更加合理的视角，对公平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回顾了道义公平的理论发展、构成维度与测量方法、影响因素与影响效应，

结合道义公平的研究趋势与当前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展望了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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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Adams（1965）提出公平理论，公平即成为广受关注的研究领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

历程中，对公平现象的研究从关注结果（Adams，1965），发展到关注过程（Thibaut和
Walker，1975；Leventhal，1980；Lind和Tyler，1988）；从关注制度和分配上的公平，发展到关

注人际对待中的公平（Bies和Moag，1986；Cropanzano和Greenberg，1997）。在组织行为学研

究中，组织公平是解释个体行为的重要变量（Folger和Cropanzano，1998；Folger和
Konovsky，1989；Greenberg，1990）。当前国内外已有丰富的研究探索和论证了组织公平对

组织内个体行为存在密切的影响作用，如组织公平可以显著提升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承诺

和工作满意度（Colquitt和Greenberg，2001），同时有助于降低员工的沉默行为（李锡元等，

2014）、反生产行为（郭文臣等，2015）、离职意愿（杨春江等，2013）等消极行为，进而促进员

工工作绩效的提升。根据动机理论，动机可以解释人们行为的方向、努力强度和坚持性。对

于个体追求公平动机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揭示公平行为的形成机制，进而通过更加科学

的管理学手段促进组织公平氛围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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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追求公平的动机是什么？21世纪前，人们对于追求公平动机的认知均从个体利益

视角出发，主要包括两种解释。第一种观点认为人们追求公平是出于自利，Thibaut和
Walker（1975）提出工具模型（instrumental model）对此进行了阐述。研究指出，人们具有通

过可预测和可控制的方式来获取长期最佳的个人经济利益的倾向，而公平的环境有助于

这一行为的实现（Crawshaw等，2013）。第二种观点认为在一个理想的组织中，遭受不公平

的成员会产生离开组织的倾向（Tyler和Blader，2000），而此时人们关心公平即在于可以帮

助其自身获得积极的社会关系和群体中的地位（Lind和Tyler，1988；Tyler和Lind，1992；
Crawshaw等，2013），Tyler和Lind（1992）在论文中将其归纳为群体价值或关系模型，现在

多以人际关系模型（interpersonal model）来表述。大量的研究支持或验证了工具模型和人

际关系模型对公平的驱动作用，例如组织公平理论最初对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的研究主

要是在工具模型的视角下开展（Thibaut和Walker，1975；Moliner等，2013），Tyler（1995，
1996）在其后续研究中也发现程序公平对于人们获取关系需求同样重要，这两个研究视角

奠定了早期对公平动机研究的基础。

最新的研究发现，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道德因素在公平行为的驱动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这一基于道德的公平驱动动机称为道义公平（deontic justice）。研究表明，道义公平在

解释个体追求公平的行为上更加充分、清晰和科学，有助于解决早期模型中存在的不足，

目前已经得到理论界的接受与认可。当前有关道义公平的研究集中于国外，尤其国内对于

道义公平的研究和关注仍然较少。鉴于此，本文通过对道义公平研究文献的梳理，回顾道

义公平的理论发展和最新研究成果，说明对公平行为驱动要素本质的前沿认知，以期为国

内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参考。

二、道义公平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一）道义公平对早期模型的突破

如引言所述，早期人们对于公平行为的驱动均通过工具模型和人际关系模型予以解

释。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人员注意到现实中人们追求公平的一些现象并不能完全用

这两个动机模型合理解释。例如，Güth等（1982）在一项资源分配实验中发现，一些偏向于

被试更有利的分配方案却遭到被试拒绝，表明他们愿意付出一些代价来避免不公平现象

的发生。Kahneman等（1986）在研究公平的经济学假设时根据一系列“拒绝不公平”实验，

指出在不同的实验中观察到人们不惜付出代价来拒绝不公平的行为，与基于博弈论的假

设相反，这实际上在阻止谋取利润最大化的可能。基于对无法用工具模型和人际关系模型

解释的现象，Folger（1998）开始质疑人们追求公平的真正动机，逐渐有一些观点表示公平

行为的驱动至少存在除了自利和关系的其他解释。通过深入分析，研究人员指出工具模型

和人际关系模型虽然从不同的视角通过维护公平体系实现个人目的，但实质上都是为了

获得个人利益（Greenberg，2001）。同时，两种模型均忽视了伦理道德的重要性，所以在涉

及伦理评价的公平现象解释中存在困难，事实上人们珍视公平的原因就在于这是道德的，

追求公平的目的就是公平自身（Colquitt和Greenberg，2001；Beugré，2010）。
一系列研究从三种不同的思路尝试论证道德义务对公平驱动假设的存在。第一类论

证采用排除的思路，证明工具和人际关系模型无法解释的现象存在，即意味着必然存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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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解释。Turillo等（2002）设计了四个独立的实验，他们发现个体愿意为了惩罚违背公平

者而减少自身收益，并在惩罚违背者的同时奖励遵守者。值得注意的是，相似的情况在受

害者与被试彼此陌生的情况下依然存在，说明驱动被试做出公平决策的因素既不是个人

的经济利益，也不是为了获得群体中的认同感。Kahneman等（1986）的研究也为这一论断

提供了证据。通过对工具模型和人际关系模型的排除，实验揭示出引导人们追求公平的本

质在于内在的道德标准（Cropanzano等，2003）。第二类方法更多的是从基于道德的视角直

接论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一种方法是先测度个体道德水平，接下来观测行为（Vecchio，
1981；Greenberg，2002）。Greenberg（2002）设计了一种情境，在情境中被试因为没有获得应

得的工资而可以偷取一些钱来解决这种不公平的劳资问题。研究发现，在工作场所缺乏道

德程序限制时，道德水平低的被试相对于道德水平高的更倾向于选择使用偷钱的方式解

决问题。第三类论证方法结合了前两种论证思路的技术。Rupp（2003）在Turillo等（2002）实
验的基础上额外测度了被试的道德水平。研究显示，当道德水平较低时，无论分配资源的

方案是否公平，被试均会做出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而道德水平较高的被试一方面更

愿意牺牲个人利益来惩罚不公平的资源分配者，同时也更倾向于做出公平的资源分配方

案。由此可见，拥有道德是人们关注道德标准的前提，同时道德为人们追求公平的行为提

供了动力。

基于对道德美德与公平关系的思考，道义公平的概念应运而生（Folger，1998，2001）。
道义起源于康德伦理学，强调个体道德与义务的不可分割，并指出履行道德义务是个体配

享幸福的基础。受到道义感的影响，个体在感知到他人遭受不公平时会经历道德上的不

安，同时激发一种反抗违背公平者及不公平现象的行为（Rupp和Bell，2010）。目前对于道

义公平的理解和定义较为统一，指基于责任、义务和道德美德的个体动机（Folger，1998，
2001；Cropanzano等，2003）。道义公平指出了对公平的关注如利他主义一般，不仅为自己

创造理想的条件，也为其他人创造理想的条件。当一个情境对自己或者他人都符合道德义

务时，则可以判断这是公平的，道义公平的根本前提是关心自己和他人（Folger，1998，
2001）。

由此可见，道义公平与工具模型和人际关系模型相比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道义公

平在获取利益的同时更强调道德性，另一方面，道义公平在利己的同时必须实现利他性。

道义公平并非全盘否定早期公平动机模型中对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的追求，而是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更高的道德限制。道义公平的提出为非自利情境下的捍卫公平行为提供了合

理解释，使得公平行为驱动的理论体系趋于完善。

（二）道义公平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道义公平理论提出初期主要是对理论本身的思考与分析（Folger，1998，2001），接着出

现以实验方法开展的系列研究，其经典方法是资源分配实验。研究者在实验中给被试一笔

资金，要求被试在自己和其他参与者间进行分配，被试通常在决定分配方案前会获知先前

某位参与者已经做出的分配方案（平均分配或非平均分配），作为被试的决策依据。被试可

以选择自利型分配方案（自己获得大部分资源，分配给其他参与者较少的资源）、平均型分

配方案（将资源在自己与其他参与者间均分）或牺牲型分配方案（拒绝分配资源给之前作

出不公平分配方案的其他参与者，但是被试自己也将获得低于平均型分配方案水平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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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不同的研究者通过改变具体的分配方案，控制被试与其他参与者的熟悉程度，或加入

道德测度等程序来实现不同的研究目的（Kahneman等，1986；Turillo等，2002；Rupp，
2003）。基于实验观察到的现象，研究人员指出人们对不公平现象产生行为反应不只是出

于工具和人际关系动机，更多情况下是自动产生一种快速的、简单的惩罚违背公平者的倾

向（Cropanzano和Rupp，2002）。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惩罚并不是人们面对制造不公平者的唯一选择，选择惩罚违

背公平者是人们面对不公平的一种选择，但在一些情境下人们也可以选择不惩罚。

Turillo等（2002）在其研究中发现，当对违背公平者施加惩罚可能损害到其他无辜者的利

益时，被试施加惩罚的意愿会被削弱。这种现象被归纳为道义引发的道德自我调节

（Osofsky等，2005）。Rupp和Bell（2010）总结提出，人们选择对违背公平者进行报复和惩罚

是为了匡正不公，而选择自我调节则是为了避免伤害无辜或造成持续性的有害影响。通过

在资源分配实验中设置道德困境进行了验证，他们发现个体选择牺牲型的方案惩罚违背

公平者与道义的报复动机相关，而那些没有选择惩罚违背公平者的个体则受到道德自我

调节的影响，同时这两种动机在决定是否施加惩罚的过程中均高过经济利益和平等规范。

这些不同的研究结论使得人们对道义公平的认知更加全面。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虽然支持道义公平的证据不断丰富（Colquitt等，2006；Reb等
2006；Folger等，2013），但是仍然缺乏对个体产生道义公平机制的清晰解释。同时，尽管早

期对于组织公平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公平问题与社交互动之间的关系，但有关个体公平

感的研究仍仅重点关注个体自身的经历（DeGoey，2000）。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组织公平研

究中开始关注第三方角色的影响，并且一部分研究已经提供了确切的证据表明员工的公

平感会受到同事公平感的影响（Skarlicki和Kulik，2004；Hillebrandt和Barclay，2013），说明

个体在判断公平的过程中存在受到情绪影响的较高可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新的研究

结合神经科学理论解释为什么人们会超越自身利益来关心他人的困境和需求（Folger和
Salvador，2008），这一跨学科的思想指出，对于个体对公平的认知必须综合认知和情感因

素，共情为道义公平的实现提供了机制（Massaro和Becker，2015），Cropanzano等（2016）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潜在影响道义公平的精神和心理机制的三个关键过程：通过公平规则评

估事件、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如图1所示。其中认知共情指个体识别和理解遭遇不公者的

想法。而情感共情指在识别的基础上与遭遇不公者建立情感上的联系，共享面对不公平待

遇的情感状态，进而实现对不公事件从“识别”到“关心”的转变。Cropanzano等（2016）指出，

当组织中的个体产生强烈的共情时，将优先采取行动帮助同事。

三、道义公平的构成维度与测量

理论提出的构念能否有效测量是理论能否通过实证检验的关键（Bacharach，1989）。

表1    三种追求公平动机的比较

理论模型 代表性研究者 核心观点 核心特征
工具模型 Thibaut和Walker（1975） 个体追求公平出于获取最佳的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

人际关系模型 Tyler和Lind（1992） 个体追求公平在于获得积极的社会关系和
群体中的地位

群体价值

道义公平 Folger（1998， 2001） 个体追求公平基于责任、义务和道德美德 道德义务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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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ger（1998，2001）在其论文中即已指出道义公平是一个多维度的构念，包括道德义务、道

德责任、道德愤怒和惩罚违背公平者的意愿。Folger（1998）认为，一个人拥有公平对待他人

的道德义务，应该遵守人与人之间存在的隐性契约关系。在此基础上，倘若人们违背了道

德义务，则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即道德责任（Folger，1998）。道德愤怒则是指当个体目睹

不公平事件发生时，由道义所引发的愤恨（Bies，1987）。而惩罚违背公平者的意愿主张对

违背公平的人应该予以惩罚，这也是对维持人与人之间契约关系的保证（Folger，1998）。
在Folger的基础上，Beugre于2012年开发了有关道义公平测量工具−道义公平量

表（deontic justice scale，DJS）。基于文献研究，Beugré（2012）首先对每一个维度设计了9个
测项，共计36个测项，并通过专家评估了各测项表述的合理性。经过数据搜集和探索性因

子分析，Beugre保留了四个维度的共23个测项。其中，道德义务、道德责任、道德愤怒间表

现出较好的区分效度和结构效度；但惩罚违背公平者的意愿维度与其他三个维度在测量

的构念上存在较大差异。他将惩罚违背公平者的意愿归纳为道义公平所产生的结果，而不

是道义公平的构成维度，由于早期研究已就个体惩罚或不惩罚违背公平者的选择原因与

合理性进行了论述（Turillo等，2002；Rupp和Bell，2010），说明惩罚在更多层面上是一种综

合道义公平判断和相关者利益分析的综合决策。这一定量研究恰从统计学意义上对这一

结论提供了依据。最终的道义公平量表包括三个维度共18个测项：道德义务（8个测项）、道

德责任（6个测项）、道德愤怒（4个测项），三个分量表信度系数分别为0.89、0.89、0.85。
Beugré（2012）通过两个研究对所开发的量表进行了检验，其中一个选择有工作的成

年人为样本，另一个选择商学院本科学生为样本，两个研究均表明基于三个维度的道义公

平得到了良好的解释。Akin等（2014）根据对366名大学生样本的研究验证了Beugre开发的

道义公平量表在土耳其的适用性，张珊珊和张建新（2015）亦对该量表在中国文化背景中

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研究验证了这一量表在土耳其和中国情境下均表现出良好的效度

和信度，证明Beugre开发的多维度道义公平量表具有跨文化背景下良好的适应性。

道义公平量表的开发验证并修正了Folger（1998，2001）有关道义公平构成维度的论

述，是目前唯一经过严谨的实证方法开发、检验的道义公平测量工具。对道义公平的科学

测量为开展这一理论的相关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人们评价和认知自身的道义

原则水平提供了工具。

四、道义公平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效应

相对于工具模型和人际关系模型，一方面道义公平理论提出和论证的时间较晚，另一

方面道义公平理论提出后长期以实验为唯一研究方法，有关其影响因素、影响效应的研究

至今仍比较有限。

资料来源：根据Cropanzano等（2016）的研究整理。

图1    基于组织神经科学的道义公平实现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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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义公平的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对道义公平影响因素的讨论和验证主要集中在个体因素和组织制度两个方

面。在个体因素方面，个体道德水平和情绪得到主要关注。特质理论指出，个体特质作为内

在的、持久的、稳定的特征，具有影响个体感知和行为的作用（Pervin，1993）。在对道义公平

进行论证的资源分配实验中已经显示出充分的证据说明个体道德水平与道义公平的密切

联系，拥有较高道德水平的个体将更多的表现出符合道义公平的行为（Vecchio，1981；Greenberg，
2002；Turillo等，2002；Rupp，2003）。同时，也有学者认为道义公平的实现在较大程度上依

赖情绪。Skarlicki和Rupp（2010）即提出道义公平的双加工机制，认为个体通过经验系统和

理性系统进行信息加工和判断，其中经验系统的特点即是被动的、潜在的和无意识的依据

过往经验进行判断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情绪通常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在通过对

185名法国经理样本的分析后，发现不公平情境下个体情绪比理性更多的引发报复倾向。

事实上，在有关道德的研究中，道德判断受情绪影响还是认知影响本身即是尚无定论的命

题（喻丰等，2011），这也使得对道义公平的影响因素研究需要面对更多深层的争议问题。

在组织制度方面，较多的研究注意到组织本身具有公平的环境将影响个体道义公平

的行为表现。例如，有明确的道德规范或伦理程序时，组织成员的行为更符合伦理标准也

更愿意与组织内的不公平行为抗争（Treviño和Weaver，2001；Greenberg，2002；Cropanzano
和Stein，2009）。反之，在缺乏公平性的组织中，个体将弱化对伦理道德的重视而更多的通

过工具模型和人际关系模型谋求利益，因此可能产生不符合伦理标准的行为，组织制度对

道义公平实现的影响恰好说明了程序公平的重要性。

（二）道义公平的影响效应

道义公平的提出为解释公平理论提供了全新视角，唤起了理论界对伦理道德重要性

的再一次关注。一方面，研究人员开始探究道义公平对个体层面存在的影响效应；另一方

面，后文研究基于道义公平理论提供的全新思路和方向，在不同管理实践领域探究了其对

组织管理产生的影响。

1.个体人际关系与情绪。Zheng（2015）基于对中国制造企业265名一线员工的样本数

据分析，发现观察者的道义不公平对员工不道德行为与员工受害间存在中介效应。同时人

际冲突对员工不道德行为与观察者的道义不公平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激烈的人际冲突

会使得观察者表现出更高的道义不公平。同时，Skarlicki和Kulik（2004）指出道义公平下个

体在观察到第三方遭遇时将激发更多的情绪反应，例如观察到他人受到伤害时会引起自

身产生消极情绪（Umphress等，2013）。由于道义公平受情绪影响进而又影响自身的情绪，

这很可能在影响个体行为时产生一种强化效应。

2.企业社会责任。Rupp等（2006，2013）在道义公平视角下，对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的

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显示，当员工感到他人被歧视对待或者同事辱骂顾客时，将疏

远他们与组织的距离，并引发不愉快等消极情绪的产生。Aguilera等（2007）也指出员工对

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将在引导他们的态度和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这种感知过程即

是通过对第三方被对待方式的观察。道义公平为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个体行为的原因提供

了一种合理解释，研究证明了企业社会责任在塑造企业外在形象的同时亦会影响深层次

的员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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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行为管理。Erdogan等（2015）受道义公平理论启发，研究了组织支持感分别对生

态环境管理承诺与组织公平、组织承诺和以环境为目的的组织公民行为间的调节效应。研

究中发现企业对保护生产环境做出的承诺亦会使员工产生更积极的组织行为，而其内在

联系即是员工对良好的生产环境利于他人生存的道义认可。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是呈现了

不同目的的组织公民行为的道义公平动机，研究结果显示，当员工感受到组织高度的生态

环境管理承诺时，将增加以回馈组织为目的的组织公民行为；而当员工在较低程度上感受

到组织的生态环境管理承诺时，在高组织承诺调节下将产生高度的以补偿环境为目的的

组织公民行为。研究说明员工会主动依据道义判断选择通过更多工作外行为补偿或奖励

对象，表明了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4.零售服务失败的处理。在市场营销实践领域同样受到了道义公平理论的影响，

Mattila等（2014）发现在零售过程中的服务失败不仅影响当前的客户，同时会不可避免的

影响到在场的其他客户。顾客不仅关注自身的购物体验，亦会受到身边人购物体验的影

响。而这主要是第三者的购物遭遇激活了个体的道义公平感，进而改变了个体的信息处理

框架，加重了其负面情绪。研究指出，销售人员应避免在其他顾客面前处理“失败的服务”；
同时应通过积极的解释说明诱导顾客形成理性的信息处理框架，以减轻服务失败带来的

负面影响。

5.组织腐败问题。Beugré（2010）提出了抵制组织腐败的道义公平模型，指出组织中腐

败的系统会社会化新进入成员的行为，而在这一过程中新成员的道义原则将起到重要的

作用。坚持强道义原则的新员工将产生抵制腐败的行动，并在抵制失败后选择离开组织；

而持弱道义原则的新员工将被腐败组织同化。Beugre指出抵制组织腐败的道义公平模型

为解决组织腐败问题提供了思路（如，是否可以通过新进入的员工改善组织腐败环境？），

同时也为研究腐败组织中新员工的离职行为提供了新的方向（如，受道义影响什么样的员

工更倾向于离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选择离职？），但是Beugre提出的模型仍有待通过实证

研究进行检验。

除此以外，也存在一些文献讨论了道义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社会交际能力、社会认

同之间的正向关系，但由于研究的严谨性有待商榷，在此仅供参考。

五、未来研究展望

道义公平的提出是人们探究追求公平驱动要素的重大进步，是对早期公平动机理论

的重要补充和完善。通过对道义公平的研究，人们更深入的了解到追求公平行为的本质，

揭示出内化的道德美德在实现公平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基于对道义公平的跨学科研

究，人们更清晰的认知到道义公平实现的机制，使得这一理论日趋成熟。同时，道义公平也

为诸多组织行为、企业管理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面对道义公平的理论的逐渐

丰富，仍有大量的疑问与假设有待进一步研究与验证，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道义公平实现机制的明确。虽然基于神经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为解释道义公平的

实现机制提供了思路，使得人们更加清晰地认知道义公平的作用过程，但是导致个体间道

义公平差异的机制仍有待明确（Cropanzano等，2016）。一方面，有理论支持结合神经科学

的后期研究将为这些差异提供解释（Kiehl，2006；Baron-Cohen，2012）；另一方面，更多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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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研究将通过领先的技术手段进一步明确道义公平认知和情感过程中的决策策略，如

脑电图学（Knyazev和Slobodskaya，2003；Jacobs等，2006）。道义公平的实现机制与哲学中

有关道德判断的机制有着极其相似的理论发展历程和争议点，可以推论对道义公平实现

机制的研究将有助于相关哲学命题的明确，是一项长期的、甚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任务。

第二，有关公平动机理论体系的整合。当前对道义公平的研究仅提出了人们追求公平

动机在道德义务层面的解释，但仍然缺乏与早期工具模型和人际关系模型的联系与整合。

不可否认对于公平动机的解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既牵涉利益因素，也包括对伦理价

值的遵循。在未来，需要归纳三个动机模型的适用情境与理论边界，构建更加完善的公平

动机理论体系，而借鉴伦理学的有关思想或可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方向。

第三，道义公平构成维度与测量的研究。目前对于道义公平构成维度的划分研究以及

测量工具开发单一，同时仅在个别研究中检验了道义公平量表（Beugré，2012）的跨文化适

用性。因此，仍有必要通过更多的研究对道义公平的构成维度进行探讨，以得出更令人信

服的结论。另一方面，虽然道义公平的测量工具已经得到初步开发，但是其适用性仍需更

加严谨的检验。道义公平的构成维度与测量工具研究是道义公平影响因素和效应等深入

研究的基础，因此仍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第四，道义公平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效应研究。当前有关道义公平影响因素与影响效应

的研究仍非常有限。随着道义公平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学者们认可度的不断提高，针对道

义公平前因与结果的研究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出于道德义务与利益、关系动机存在较大

差异，研究人员开始验证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承诺、反生产行为、职场侵犯等组织行为与道

义公平的关系（Cropanzano等，2003；Beugré，2012）。这在丰富道义公平理论的同时，也将

进一步完善对相关组织行为学现象的理解，进而可以为将道义公平理论成果转化为管理

实践策略提供理论支持。

第五，基于道义公平视角的企业管理问题研究。作为公平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重大突

破，道义公平的研究强调了道德美德的重要作用，这是对于商业伦理和工作场所员工行为

研究的全新视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当前已有少量的管理实践问题研究引入了这一理

论（Rupp等，2006，2013；Erdogan，2015）。未来针对工作环境的研究中应更多的注重伦理框

架和道德价值观（Cropanzano等，2003），这将为解释企业中的管理实践问题以及制定解决

方案提供不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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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arly research, scholars suggest that people care about justice because of their
demands for self-interest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reby propose instrumental model and
interpersonal model. However, recent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people value justice owing to their moral
obligation and contend that the purpose of pursuing justice is for its own sake. This motivation is deontic
justice. Putting forward the deontic justice enriches the cognition of equity motivation for half a century.
The theory provides a more reasonable perspective to explain behavior that people pursue justic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quity  theory.  This  paper  review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dimensions, measure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outcomes of deontic justice, and points
out directions in future research by combining trends and limitations of current deontic justic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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